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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第一場次專題研討

一、時間：102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二、主題：組織變革與團隊領導

三、主持人：高永光 考試委員

四、演講人：Dean John P. Burns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五、與談人： 
1. Martijn van der Steen 荷蘭公共行政學院副院長 
2. 蘇偉業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六、主持人：

首先謝謝主辦單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非常榮幸能擔任主持人，本次主題

是「組織變革與團隊領導」，主辦單位為我們請到非常資深的貴賓，右手邊是 Burns 院長，他

今天會跟我們談論變革，本次研討會主題都是環繞著變革打轉，但是他會特別談到香港的情

況，剛剛在貴賓休息室，我們也討論了一下，我相信他的演講內容會非常有趣；另外，兩位與

談人，分別來自荷蘭貴賓 van der Steen，是公共行政學院副院長；另外一位是蘇偉業教授，他

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現在正在合作一起寫一本書，談的是公共治理的一些催生因素，我們會

談談臺灣、香港、澳門的一些例子，可能在半年至一年之後就出版。接下來不多浪費時間，因

為在座有非常學有專精的貴賓，他們對於組織變革、專業領導都有豐富的經驗，所以我要留足

夠時間讓三位發揮分享經驗，也讓所有與會人士有機會提問，每一次在研討會上，時間愈是

不夠的時候，問題愈是多，所以我接下來就話不多說，邀請這個場次的演講人，Burns 院長。 
 
七、演講人：

你們好，我這邊也要感謝主辦單位邀請我參加這次的國際研討會，能夠跟大家分享我在香港所

看到的一些經驗。我在香港已經住了 35 年以上，對於香港有一定的瞭解，不過這也不是我主要的研

究領域，所以如果我有疏漏的地方也請大家多多包涵。

 （一）變革的重要性與挑戰

今天稍早的時候， Sandra 告訴我們「變革就像呼吸一樣」，如果是這樣，我們早就死了。

其實變革是很困難的，所以我的論點是，變革非常困難而且也很罕見。這個是我的主要出發點，

我想我可以提供另一個角度。除此之外，我也注意到 Sandra 說如果她能夠什麼心願都達成的話，

她會希望他的組織變成一個部會，這也是我會談到的一點，自治是一切的基礎，那要怎麼改變？

對我來說改變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一切都從公務體系拿出來，因為在公務體系裡做起事來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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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組織變革我的重點會放在改革上，「改革」今天早上我們也聽到一些相關的討論。變革的

不只是改變而已，而我們所談的變革就是刻意改變組織的架構、流程等等，希望提升效能。

今天早上還有稍早我們也聽到新加坡、比利時的例子，談到變革背後驅動因素的重要性。

但是在驅動因素當中，有一個好像講得不夠多，也是我要講的重點就是「危機」。「危機」可

以說是一個外部的衝擊，對變革來說，是很重要會促成變革的因素。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政

治因素」，在我看來政治因素其實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假設有一個強勢的政治領導人，他可

以抵抗所有變革的阻力，這樣他能夠達成的效果想必是比其他人高的；除此之外，其它變革的

因素我也列在上面了，還有一個重要的內部變革因素，就是「組織本身的文化」。假設這個組

織的文化是追求創新、問責，那這樣變革起來阻力就比較小。但我要說改變文化做起來非常困

難，就像我先前說到的，假設改變就像呼吸的話，那我們早就沒命了。

接下來我要談組織的變革，因為主辦單位也是邀請我來就這個主題發揮。首先，我想要談

一談對於架構的影響，什麼意思呢？這個架構是中央集權式的或是分散式的？還有彼此之間怎

麼協調？除此之外，也會看流程，比如說有一些否決權？否決的時機為何？領導的風格是集權

式的還是民主式的風格？再來還有一些行為以及價值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實證研究資料都是

來自香港。

（二）變革實例

大家對香港都有一些印象，比如香港很乾淨。剛剛吳教授沒有說到，其實香港和新加坡一

樣，在很多排名都名列前茅，我今天跟大家談的都是來自香港的案例。這些案例是因為外部的

衝擊，或者是說外部的政治因素所開啟的變革。首先第一個案例，的確促成組織的變革，最後

一個案例是關於公務人力改革，但實際上影響並不大。公務體制改革其實非常困難，特別是人

事方面的改革。基本上，我希望今天演講講完的時候，讓大家在架構、流程、領導風格、行為、

價值觀在這些案例中所造成影響。

1. 案例一：SARS（外部驅動因素）

第一個案例，我想大家都還記得，2003 年非常嚴重的 SARS，不只臺灣、香港、北京、多

倫多也受到嚴重的影響，都很多人都因此病逝，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可怕、嚴重的外部衝擊。當

時香港措手不及，並沒有所謂的應急計畫，大家不曉得有什麼藥可以來治 SARS，現在我們知道

它是一種冠狀病毒，也做了很多相關的檢討或報告。香港的醫管局做了一些相關的研究調查，

其中一份報告就說到，當時其實沒有清楚的政策，誰該做什麼？當時的醫管局的何醫生也受

SARS 影響，所以他是在病床上下指示。另外，當時的梁智宏主席，是我們大學一位知名的教授

也非常大幅度的參與，在這我要大力的讚美他。

跟臺灣一樣，因為危機發生，所以就有人要下台負責，當時的衛生署署長就因此下台。因

為他犯了很大的錯誤，當時的溝通非常混亂，沒有把 SARS 放在需要通報的傳染病清單上。除

此之外，溝通和管理出了很大的問題。這邊給大家看當時的卡通、漫畫，大家可以看到當時的

行政長官、香港特首董建華說，局長要下台，您開了個好頭，再見，局長。為了政策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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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承擔下台。SARS 就是一個外部的衝擊，它其實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影響到五個領域，所

以後來就有新的組織，比如香港後來成立「衛生防護中心」，也劃分非常清楚的職責界定，這

些都是因為 SARS 產生的重要影響。他們改變了行為，但有沒有改變價值觀？我就不知道了！

香港公衛體系的價值觀本來就做的很好，就是一般公務體系的價值觀。所以這個案例有結構、

流程上的改變、領導風格、行為上的改變，這些都因為 SARS 外部危機而產生了變革。這個危

機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而且在短期內造成影響。大家記得當時的 WHO 說不要去香港，香港

是危險的疫區，所以也因此造成非常大的組織變革。

 2. 案例二：郵政、港鐵公司（憲政變革）

接下來要談的案例，就是憲政上的改變，很少有國家像香港一樣，經歷憲政上的改變，因

為憲政上的改變而有政府的改革。我說的是 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從英國政府轉手到中國政府

上，可以看到這次政治任命，一個商人後來成為香港的行政首長，並在 2002 年開啟政治委任制

（PAOS）。原本像臺灣一樣，香港有一些政治任命的人、有一些是選舉出來的，選舉出來的總

統可以任命部長，在香港也開始了這樣的做法。政府是政治任命的，反對勢力反而是人民選的，

也就是說選民選出來的都是扮演反對的角色，所以要怎麼贏得選票呢？就是大力批評政府。但

這個體制是行不通的，不能夠持續下去，政府就決定開始有政治委任的制度，也就是 PAOS，由

2002 年開始，由董建華擔任行政長官，後來由一個退休的公僕做首長，梁振英以前是做地圖量

測員的，現在擔任行政首長。行政長官是由 600 人選出來，背後的故事就不多講。因為政權的

改變，帶來政治任命，當然對文官體系造成很大影響。有半數的高階文官因此辭職，你要帶政

務官進來沒關係，那我就走。後來新的體系有 14 個政務官擔任局長，但他們擔任職務有特定條

款、固定任期、要向行政長官負責等等。所以香港原來是左邊的殖民體系，後來就變成右邊的

新體系，行政長官直接面對 14 個局長，這對於公務人員也有很大的影響。過去他們是承襲殖民

制度，他們認為他們所做的事情就是類似信託代管人的角色。但是後來很多高階文官在新制度

成立的時候離開了，只有少數留下。這是當時民眾的看法，認為「他用飛機的零件去修理殖民

時期留下來的破車根本就行不通」。

2002 年至 2007 年看到這個複雜的制度造成組織深遠改變，看到這些政治任命的部長至局

長與常任理事長之間的關係出現變化，從原來是相對立的情況，到最後雙方握手言和說「我們

是一支夢幻團隊」。而且不管行政、政治任命的長官或是這些事務官都說「我們是夢幻團隊」。

換句話說，在新制度下，事務官將有機會對政務官說出實話，對制度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希望制度的實施能讓整個文官體系對行政長官更負責，同時也讓高階文官不再像過去一樣掌握

大權，必須要向行政首長負責，但另一方面也看到在政策實施上，形成各自為政的情況。像右

邊的單位就說怎麼向土地負責的單位說這個消息，是大聲叫出來還是爬過這個牆去告訴他們，

這個可能是意料之外的結果。在高階文官的價值觀來講，我們也看到很多文官、公務人員他們

現在接受這樣的看法，他們要向行政長官負責跟報告，所以這個高官問責制的確影響整個文官

體系的結構、過程、領導風格、行為以及價值觀。

另外，還有兩種改變也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基本上都是出於政治動機推動的改變。一個

是所謂制度的改變，通常就像剛剛 Sandra 所說的，從原來是某一個部會所屬單位，希望把它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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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出來變成獨立的機構或法人化。舉例來說香港郵政總局或他們的港鐵公司。一開始是屬於政

府部門的一部分，可是後來享有愈來愈大的財務自主權。然後，香港的鐵路系統變成法人化、

公司化，可以自己掌控營運基金，當然還是公家部門的一個單位。但以郵政局來講和民間快遞

業者其實形成相互競爭的情況，你確定這是你想要的嗎？完全是看固定資產報酬率來決定績效

嗎？我們也來看看現在香港郵政總局的一個網站，看一下企業經營的策略。他們的業務部門，

他們也不再發行郵票了，畢竟只有郵票蒐集愛好者才會想買郵票，所以他們根本不發行郵票了。

於是香港郵政總局有很多各式各樣新的業務，最後整個人力結構也大幅改變。我們看到他們公

務人員的總數降低 13%，但是非公務人員外包反而提高了 25%，來去提供各式各樣不同的產品

和服務。問題是固定資產報酬率居然愈來愈低 ! 他們想辦法推出新的產品想要扭轉頹勢，但是

大家不要忘了 !郵政總局它不用付租金，不管是土地、房屋，可以說是有優勢和民間業者來競爭。

所以在這樣的改革之下，我們看到郵政總局結構、流程、領導方式、行為幾乎都有所改變，大

概只有一些鄉下郵局仍維持過去舊有的工作方式。

另外，我們看到在 1982 年的時候，港九鐵路基本上之前是屬於政府的一部分，在 1982 年

雖然變成是國營企業，但還是蠻像政府單位，但也面臨愈來愈沉重的競爭壓力。大家都知道，

這個國營企業在 2007 年後獲利愈來愈低，於是最後只好跟港鐵公司合併，但合併之後這個公司

的營運模式還是很多時候和傳統國營企業一樣，沒有太大的變化。大家可以看到公司的董事長

就請高官坐在最前面的特殊座位領導這個公司，這個是在合併發生之前。合併之後當然也造成

組織大幅的改變，當然這些都是我們所謂傳統文官體系之外的一些改變，接下來我們就來看文

官體系的改革。

 3. 案例三：警務處（體系內部）

這是在 1999 年的一個漫畫，Sandra 有提到在 1999 年比利時推動哥白尼改革計畫，我們也

是在同一年有類似的計畫。可以看到公務員體制被畫成是一個臭廁所，然後我們接下來要想辦

法去清理這個廁所。之前已經有很多的民眾批評公務員體制的問題，所以背後的觀眾就說「終

於有人肯處理那個廁所了」。從 1999 年之後，我們開始推動文官體制的各項改革。譬如說有愈

來愈多屬於外包的派遣人員，而且如果是新進公務人員的適用期也會拉長、減薪，公務員的薪

資開始和市場接軌，同時也考慮與採用以績效為基礎的薪資制度。

其實我們都知道，Carter 教授曾經說過「要推動變革一定要先贏得相關人員的支持」，但

問題是公務員怎麼可能接受減薪、怎麼可能接受以績效為基礎的薪資制度呢？因此這一波的改

革，大家可以看看，其中的一個項目就是以績效為基礎的制度。其實就連我們香港大學也是採

用這樣的制度，香港一般各界也是採用這樣的制度。所有這些公部門的單位、機構，包括港鐵

公司也是以績效為基礎決定薪資。但是在政府部門裡面則是按照職級決定他的薪資，有些人就

批評以績效為基礎的薪資制度是有問題的。譬如警務處的人員就提出這樣反對的聲音，警務處

也是屬於政府部門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基本上不用接受以績效為基礎的薪資制度。在這段話當

中，警務處的人員就說這種以績效為基礎的薪資制度會讓各部門無法通力合作、甚至產生精英

主義以及裙帶關係的利用，到最後其實會引起組織內部嚴重衝突，而且也很難去做好管理工作，

會造成內部分裂，更重要的是不會讓政府的效能提高。這點其實說得不錯 ! 大量的資料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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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績效為基礎的薪資制度不見得能提升效能。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是很合情合理的作法，可是不

見得有大家預期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警務處處長來去跟首長報告說，「這些吵成一團的部隊

等您檢閱」，除此之外，還有就是警方在外面喊「你已經被警方包圍了，趕快出來投降，答應

給我加薪吧」，這就是這一波文官改革的結果。這波改革到底帶來什麼改變？沒有！基本上一

點改變都沒有，不管是組織的變革、任何一個面向都沒有變化，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但

我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確實是如此。

所以我們再來看看這個表格，然後看看在最左邊，不管是內部的、外部的、政治因素主導

的改革，我們可以看到有些改革有外部的因素、也有的是從內部同時發起。由危機所引發帶動

的變革，像是 SARS 帶動的變革，真的帶動組織全面的改變，可以說就組織變革來講，危機帶

來的變革最全面。但是如果是針對高階文官問責制來講，的確有改變組織的結構、領導人，行

為或價值嗎？這個我不確定。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些的確有帶動變革，有些不盡然。另外

剛剛提到了像是營運基金的運用、像是郵政局的例子，的確組織以及價值觀有改變，另外，行

為可能也有一些變化了。他們開始從比較商業經營的角度來看自己的業務，另外就是法人化，

法人化這個變革其實跟危機一樣，對於相關的組織帶來全面性的改變。可是剛剛說的文官體制

的改革，其實在資源不足的年代，要推動文官制度的改革真的是行不通，也因此對於組織的影

響十分有限。看過這些例子之後，到底我們學到哪一些啟示：

（1）政治意願的重要性：第一，一定要有一些政治的動力、政治領袖，如柴契爾夫人，其實新

公共管理的理論就是源起於英國，所以政治意願十分重要。

（2）我們也看到有效的改革對組織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組織、流程、領導人、行為及價值這

些面向。

（3）改革對公部門的組織有很大改變，前提是他們必須享有更高的自主性：這就是 Sandra 所說

的，是不是要法人化、公司化、擁有自己的營運基金。

（4）危機是變革的良機：我們都不喜歡看到危機出現，但一旦出現危機，我們應該要想辦法從

中學習。在 SARS 爆發期間，香港死了數百人，但我們也從中獲得寶貴的教訓，推動重要

的改革，所以有些時候要把一些東西、把公部門拿出來檢視，反而能夠推動有效的變革，

謝謝。

九、主持人：

謝謝 Burns 院長，院長剛剛給我們非常精采的報告，為我們說明香港各種不同變革所帶來的多

方面影響。我想從他們的報告當中我們也理解到，香港某一些變革的確十分的成功，重點是香港人

現在已經挺過這些危機，特別是 SARS 所引發的危機。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第一位與談人，來自荷蘭

公共行政學院副院長，Martijn van der Steen。

十、與談人一：Martijn van der Steen 副院長

謝謝主持人、謝謝主辦單位邀請我來參加，也給我這個機會讓我針對 Burns 教授的演講做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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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較樂觀，變革是可以發生，但我比較悲觀的部分是變革比較不可能從內部發生。我雖然是與談

人，但其實他所說的，我大部分都同意，這就讓我想到我可以利用這些時間跟大家分享什麼呢？我

就想也許我們可以退一步來看，這些變革、這些領導的改變究竟要走向何處？我們可以比較有抱負

一點，看接下來幾十年可以有什麼進展？我也希望我介紹的不只是荷蘭的例子，也可以對臺灣有一

些借鏡。今天我想跟大家談的就是新常態的產生。我們現在做的變革，不只是常規而已，變革就是

與常規不同，接下來我會跟大家解釋。

（一）鹿特丹變革實例

首先要跟大家用一個小小的故事來跟大家解釋。我住在荷蘭的鹿特丹，在荷蘭它是一個蠻

大的城市，是荷蘭第二大城市，但是從亞洲標準來看，它是很小的城市，大概只有 50 萬的人口。

在鹿特丹我們有 16 個圖書館，這都是公立圖書館，由鹿特丹的市政府所經營，但市政府的經費

非常拮据。我國跟歐洲鄰國、比利時一樣，經費非常拮据。所以現在有 11 家圖書館要關閉。然

後再另外興建 5 個中央圖書館，這些圖書館很棒，有多媒體、各式各樣的資源、很漂亮的書在

裡面。但是只有 5 個中央圖書館，原來有 16 家現在要統整到 5 家。也就是說市民要借書要走得

更遠，對老人或有小孩的人這其實非常不方便，所以對我們造成很大的損失。也就是本來圖書

館要提供給市民的價值，圖書館從 16 間整合成 5 間，造成公共價值的流失。

但有趣的是在鹿特丹，有一些市民知道，他們社區裡的圖書館要關閉了，但他們並沒有向

政府抗議，這是他們以前會做的事情。但是現在這些社區居民就想說，好，如果要蓋圖書館或

成立圖書館需要什麼？當然需要書，他們就想書要從哪裡來呢？那大家都有書，很多人自己家

裡都有不看的書，可能已經看過或現在不會再讀，大家就會覺得這些書就這樣丟掉也很可惜，

就一直放在家裡。所以這些社區居民就把家中不要的書，整合起來，然後在他們社區一個很繁

華的大街，暫時封街，然後利用有些空的建物，就問說這些建物可不可以暫時來使用，所以他

們就有免費的書、免費的建物空間可以使用，這些書就可以讓大家免費借閱。大家自己借書、

自己出借，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我想這也跟變革、變革領導很有關係，因為這些居民是自己建圖書館，這可以說是人民自

己創造出來的公共價值，是自然而然發生。當然我要講的重點不是圖書館，我要談的是自然而

然產生的草根性的公共價值。這些公共價值不是由政府來提供的而是由人民來建立的，也就是

人民自己著手，他們自己來做事，不再靠政府。其實這樣的事情在荷蘭也是大規模的在發生，

我們看到很多這樣公民參與的例子，有很多事情、活動是由公民自己發起的，不管是在醫療體

系、社會福利等等，都有市民的介入，他們是和政府一起攜手創造公共服務。

大家想一下，再想一下這個趨勢，如果不是只看鹿特丹的圖書館的話，其實這個趨勢是重

新定義了政府、人民、市場之間的關係。因為這個所謂的市民參與甚至要升級到所謂的政府參

與，也就是把原來的概念完全顛覆，這個流程也許大家來自公務體系都會很熟悉這個架構。公

共價值是政府提供的，是從上面政府所提供的，但公共價值也可以由其他的產生方式，可以由

市民、國民或是市場來提供，這就是這個三角的下面兩端。那世界各國的政府都在做什麼呢？

他們現在是由上而下的下放，也就是政府做的事情，現在有愈來愈多放出來，讓私部門或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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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來接手。另外，我們也看到他們不只是放手給私部門，也放給公益團體。更有趣的是，由

下往上的這個流程，就像剛剛圖書館的例子，就是下面兩端的，不管是私部門的公司或是公民

團體也會由下往上進入政府的領域，靠自己來創造公共價值，而且規模很大，至少我在荷蘭看

到這樣的現象。這代表什麼呢？現在的公共行政也就是社會化的過程，也就是由公部門、私部

門一起來創造價值，這對政府來說其實會有很大的影響，使政府治理過程互動性會更強，而不

是單方面的影響。

（二）變革理論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請看參考圖）來看公共治理的理論，剛剛 Burns 教授談到，我們

要做的是變革，過去幾年來，我們經常看到這個表格，（圖）左邊代表的是政府的作為、由政

府主導的；（圖）右邊是由市民、社會所主導的。我們要找出政策。在上面實際上是如何落實

這些政策，再過去就是要找出正確的目標，然後去實現它。後來我們有所謂的新公共治理、新

公共管理的目標，如比利時哥白尼改革計畫我們怎樣更重視結果，也就是進入到左上角。當時

的政府就是要看到結果、做出結果，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比較偏向右邊，所謂公共價值是由政府

和其他部門一起創造的。我們看到剛剛新加坡對話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就是政府和國民一

起來創造價值。剛剛我說的圖書館例子已不是右上角了，而是在（圖）右下角，不是政府邀請

市民來參與，而是他們自己主動來做事。我覺得變革的領導還有公共治理，未來需要放更多注

意在右邊。對組織、領導人有什麼樣的影響？其實左邊蠻簡單的，過去是階級制度，我們下令

叫別人去做事，那我們到右邊，剛剛說的哥白尼改革計畫，還有剛剛 Burns 教授的那些專案，

基本上就是希望能減少各自為政的狀況。這樣還是能做一些領導的工作，可是在這波之後，還

是有很多政府希望由政府主導，打破部門之間的各自為政的問題，也擴大到社會之間的整合，

也就是公共治理更整合。比如說到有單一窗口，大部分的政府都是做到這階段。我認為未來真

正的挑戰，應該把政府的角色視為和市民一起創造的角色。當然組織內部要管理的很好，但除

此之外跟外界的互動也需要管理的很好。而且更複雜的是，公共價值以後不是在政府內部產生

而是在政府外部產生，也就是政府部門組織的方式必須要有一定的開放性，跟外界做非常好的

互動，這也是我們必須習慣的新的常態。過去只看內部、只看官僚體系，但未來也要看外部，

也就是和外部建立起網絡。就像是打開窗戶，和外界有更多交流，當然這樣就會有很多複雜度、

意想不到的事情，這是外來面臨真正的挑戰。

當然我們已經很會組織及管理現在的階級制度，現在也可以做到跨部會的合作，我們也慢

慢學會在網絡內做事或和別人合作。但是現在在荷蘭，非常重視所謂的非正式網絡。我們可以

和公民互動，這樣很多議題就可以推動下去，這就是我認為未來要走的方向。所以未來的領導

能力就是看你怎麼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領導變革，在這樣的環境裡面需要怎樣新的能力？首先，

我們需重新思考什麼叫問責制？什麼叫課責制度？比如在財務方面，怎麼把資金交給非正式網

絡裡面這些非正式的組織？所謂非正式可能會有不同的定義。我們也看到所謂的貪汙指數，這

些應如何處理？一些組織它是非正式的，不是一直都在那裏，如果你要給經費讓他做事這樣怎

麼樣來監督？另外財務要來自哪裡？除此之外，我剛剛說到要跟外界有非常好的聯繫，所以這

個聯繫技巧也非常重要，如果大家相信我剛剛說的，未來我們會更加重視圖表的右邊，未來不

只是設定自己的目標而已，你的目標也必須和別人息息相關、能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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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做呢？這邊想到一些初步的做法：（1）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接受要處理到

圖表的右邊。新的環境一定會有很多新的關係，這是正常的，我們必須要處理複雜的環境。當

然我們在新公共管理裡面追求的是績效、看到結果，但除此之外，我們也看到新的工作環境、

模式出現，我們更需要韌性、彈性應變。這也就意味著，有些改變可能不能如期實現，但改變

也有可能一下之間如雨後春筍出現，所以必須要有能力應變。政府必須要有能力處理這些由下

而上、草根性的計畫以及活動，那如何處理複雜的事情？（2）複雜度：怎樣處理複雜度？我們

學院經常在想這個問題，重點是處理複雜度不能靠下指令來作，我們現在處理的是圖表右邊，

我們必須讓公務員和民眾間有辯證、對話的空間，要有呼吸空間、發揮的空間，大家可以讓公

務員聚在一起想一想他們遇到什麼困難？有什麼解決方法，可以互相激盪，也就是未來複雜度

愈高愈需要安全的空間，讓公務員有機會犯錯、有機會學習。剛剛一直說到變革就是呼吸，未

來呼吸的愈來愈快，要改變得愈來愈快，謝謝大家。

十一、主持人：

謝謝 Martijn，我覺得您的評論可以說是間接回應了 Burns 教授的論文跟演講，同時您也引述了

很多新公共行政當中的一些想法，包含組織領導、以及民眾的參與、公共的參與等等，的確需要引

進民眾的觀點到公共行政當中。我相信稍後大家對於 Martijn 的評論一定也有很多想問，接下來我要

請我的好朋友，蘇偉業老師來上台，他剛剛在休息室跟我說要用中文來發言，不過我現在不確定他

要用中文還是英文發言。蘇教授說希望能精準的表達他的意見，所以希望能用中文表達意見，所以

你現在還是決定用中文呢？還是英文？不過我可以跟大家保證，蘇教授的英文也是一級棒。

十二、與談人二：蘇偉業副教授

謝謝主持人，首先我要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就 Burns 教授的演講發表評論。其實

我之前在香港就讀的時候，他也是我的師長，所以我非常榮幸有機會能和 Burns 教授同台。其實我

之前大學、研究所是在香港就讀，後來才去澳洲取得博士學位，然後來到臺灣已經待了 12 年在大學

任教。也因此我有機會來去比較臺灣和香港文官體制和公務人員系統的差異，我想從這個角度切入

我對於 Burns 教授的一些評論。我想在座的觀眾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在香港歷來的公共行政以及

公務系統的改革，所以我接下來就用中文來發言，跟各位說明香港在 97 年之後的改革，其實大家可

以在手冊看到我回應的論文。

（一）主要差異：法制

其實蠻有趣的，臺灣和香港雖然是接近的地方，也是常會互相去模仿。但是我在回

應的時候講到一點很重要的是，臺灣和香港一個基本的不一樣就是，香港雖然回歸中國

大陸，但還是使用習慣法的地區；臺灣雖然受美國影響，例如大部分公共行政學者都是

從美國回來，但是我們又跟隨大陸法。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 background 大家要注意的就

是，當要進行改革，法制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或者是說臺灣來講有一定的障礙在裡面，

大陸法的國家或者是說有一些英美法的國家，一般來講，英美都是屬於先鋒，然後大陸

法國家都會比較落後。但是臺灣比較特殊，有兩個變數在裡面，一個是比較受到英美國

家經驗的影響，但法律制度比較接近德國或日本的制度，形成一個有趣的現象，下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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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隨著背景做 3 點的比較。

（二）其他差異

1. 香港：法制彈性化（目的透過管理化迴避政治化）；臺灣：依法行政第一。

剛剛 Burns 教授有說過，香港在 1997 年前後已經進行跟英美國家差不多的公部門改

革，特別是在 1992 年最後一屆的港督來的時候，進行類似英國的改革。但是香港有很多

的學者在 101 頁有講到張炳良，他現在在香港政府裡面當兵，在政府問責制 ( 政治委任

制，POAS) 裡面當了政府官員，他在很多年前說香港改革為了很有趣的目的和動機，是

為了避免政治化，透過管理化，避免對政府要求更大更高的問責，要求更多的政治回應。

因此透過管理化的方法，包含 Burns 教授講的一些改革，比如郵局。不是將它變成公司，

而是變成獨立的會計制度、自負盈虧，但是裡面原本的大部分都是公務人員。這個方面

臺灣沒有辦法做得到，臺灣一定要立法，臺灣要改變組織沒有辦法像香港比較有彈性，

所以剛剛說整個改革就是希望管理化的方式避免政治化的問題。

很明顯地，香港到 1997 年後無法完全做到，但民眾對政治改革的要求愈來愈高，不

能用簡單的管理化方式避免政治改革。其實像這種改革，我幾個朋友都提到很多相關公

部門改革有很大部分與避免政治化有關。像最近很有趣的，我朋友也有提到，大家都知

道香港有獨立的司法系統，但臺灣一直以來想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但香港為什

麼在殖民時代會引進獨立的司法？英國檔案解密，1950 年代左右派鬥爭為解決鬥爭，避

免左右派鬥爭涉入到政府的鬥爭內，因此建立獨立的司法系統，解決所謂政治鬥爭。因

此香港建立獨立司法系統也是為了避免政治化，所以建立真正獨立的司法體制來處理這

個問題。因此在香港歷史裡面，避免政治化是政府改革非常重要的脈絡。問題是組織有

沒有辦法做到。剛剛 Burns 教授有提到，香港很多的改革都會跟民營化或公司化會有關。

剛剛講到兩個，一個是港九鐵路，還有郵局變成獨立會計的系統。我再補充一個個案，

如 2005 年有很多國宅，香港是由特別部門去管理這些國宅，包含商業的部分，他們的停

車場和商場，原本都是由政府管理。很有趣的，2005 年將這部分拆出來上市，變成上市

公司、商業化，這個做法在香港引起蠻大的抨擊，但香港政府還是堅持這樣的政策。

管理化結果往往會產生商業化，包含剛剛講的國宅也好、鐵路也好。每年回香港的

結果發現，掏的錢要愈來愈多，因為東西愈來愈貴，所以商業化結果就是引起更大的民

怨，對政府有更多的課責。因此在香港很有趣的，商業化的結果沒有解決政治問題，可

能更激化政治化的問題。所以在 1997 年之後，我看到的不一定完全正確，就是說政府的

改革有沒有新的作為？相對的比較少，除了保留剛剛講的民營化、公司化，其他等等的

其實它不太去做一些比較大膽的改革。特別在 2002 年後的改革不太成功，因為失敗的經

驗導致政府不敢進行更多的行政改革，公務體系也產生許多抱怨。因為有許多朋友在裡

面工作，如果現在可以退休他現在就想退休。因為壓力越來越大、要求越來越高。最簡

單的例子，臺灣的公務員還可以有加班費或補休假？但香港完全是責任制的，基本上工

作都是你的，完全沒有加班費等等。所以在香港不太敢再碰這個問題，基本上內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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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是比較少。

臺灣很有趣的，民主化對公務部門的改革很重要，1990 年代開始民主化，雖然還沒

有競選總統，已經開始有一定的改革。但比較接近法治國這個模型去進行，基本上都要

強調依法行政，所以民主化之後依法行政加強。雖然看到公部門有一定的民營化在進行，

比如說郵局現在變成公司、公賣局也變成公司，但總體來講沒有像香港完全商業化、公

司也沒有像香港那麼營利導向。是不是比較正向，大家可以做評論。但明顯的，臺灣的

民主化比較強調公務人員的回應性，回應民眾的那一塊。要比較臺灣和香港的公務人員，

我比較承認臺灣公務員的服務性和回應性較強，香港比較嚴格化，所以會比較沒有感性

的成分、比較中立去處理問題。但有正面亦有反面，對民眾的回應性，我主觀的看法是

比較弱，這是臺灣改革的優勢。看到我們研考會推動很多服務創新、電子化政府，回應

的速度較香港強；相反的受美國與大陸法影響，改革的速度較慢，尤其是要透過立法，

如行政法人法，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開始。好像是 2010 年才通過吧 ! 臺灣重大改革

需要立法院通過，如考績法，香港不需要考績法，因為這是管理的問題，管理內部的問

題，但在臺灣都會提升到考試院裡面。因為人事政策由考試院制定，這些部分都要經過

立法，所以速度慢。就算通過行政法人法，有沒有辦法像香港一樣，彈性是完全不一樣

的。香港改革較重視降低成本、衡功量值，工作要有一個價值去衡量，臺灣不是這樣處

理，但背後意義也沒有那麼強調衡功量值。

2. 香港：較多約聘人力；臺灣：以公務人力為主

第二，企業人力的部分，我自己也是研究企業人力的部分。有朋友在香港做企業人

力，他做的事情和職稱是完全和公務人員一樣，沒有所謂要公務人員才能執行公權力，

沒有這種觀念。在企業人力裡面不需要，他的職稱是一樣，雖然像退休或福利沒有辦法

享受，也沒有辦法升官等等那些都沒有，其實這個跟臺灣一樣。但臺灣公務人員不會被

替代，但香港剛剛 Burns 教授有提到是有替代功能在裡面的，做的事情一樣，但享受的

待遇或福利是比較低的。在臺灣，考試院一直在壓制契約化或人力派遣等等，所以反過

來講這一塊不是重要的政策，是用人機關因為各種原因，希望彈性化。考試院在這個層

次來講，沒有那麼追求彈性化。

 3. 香港：公務體系低度政治化；臺灣：公務體系高度政治化

第三，香港和臺灣有一個比較相同的情況就是政治行政的處理問題，香港政治化問

題愈來愈嚴重，公務員愈來愈難以面對政治的問題，如警察處理政治衝突，無法處理好。

最近發生很多事情都跟這個有關，所以在政治這個議題裡面，好像香港的公務員無法好

好處理。反觀在臺灣一個有趣的情況，公務員要懂政治，除考試政治學外，本來的業務

要懂得處理民意代表等等問題。他們很早就懂得，香港是不懂的，因為是非政治化的，

需要立刻迴避，臺灣的公務人員就不是，如投稿、寫文章，還寫我是公務員，在香港是

絕對不會這樣做，在臺灣很多公務員都夠膽這樣做，具名或是說給很多意見，其實這個

在香港的制度是不允許的，必須完全的政治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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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行政中立跟英國講的政治中立是不一樣的意思，因為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

比較香港和英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香港的問題可是是低度政治化的問題，公務員無法

完全不處理政治、無法完全避開政治問題；臺灣反過來是過度的政治化，比如說最近洪

仲丘的事件，其實對我來講是瘋狂的，為什麼要部長下台？究竟政治責任怎麼和行政責

任切割？好像沒有搞清楚，從民進黨第一次執政那個唐飛下台到洪仲丘的事件國防部長

下台，都沒有解決政治行政責任的區分。整個討論都沒有講清楚民主化之後，哪些是政

治人物的責任？哪些是永業責任？好像沒有講清楚，臺灣和香港在面臨這個問題的時候，

兩者都需要處理，謝謝大家。

十三、主持人：

謝謝蘇偉業教授告訴我們很多香港和臺灣公務員很多不同的地方，他剛剛特別提到，如果我沒

有聽錯，香港延續習慣法，臺灣也有嘛 ! 也才有監聽嘛 ! 臺灣也有非常獨立的司法體制，所以最近才

有所謂的非法監聽問題，非常謝謝蘇教授精彩的回應，幫我們比較臺灣和香港的文官體制。接下來

開放時間給在座各位，歡迎大家提問或者發表意見，請大家在提出問題前請自我介紹，也請大家說

明您的問題是要針對哪一位專家。請大家不要向我提問，我們開放現場提問，用中文沒關係。

十四、綜合討論：

（一）討論一

1. 提問人：王忍、國家文官學院、編審

提問要旨：根據您剛剛的演講，其實危機往往會帶來最有效的變革，我想請問的是除了

危機之外，有沒有比較經濟或衝突較少的方式促成改革？謝謝。

2. 回應人： 演講人 John P. Burns 院長

回應內容：我承認，不能為了變革先來發生危機，這不是好的做法。但我也從來沒有把

危機和學習型組織相提並論，所謂學習型組織或組織再造不是不可能達成。但我認為最

重要的關鍵因素是誘因如何設計？可以有非常好的計畫來打造學習型組織。但背後如果

沒有很好的誘因來支撐的話，這個誘因應該要能夠獎勵學習，那沒有這個誘因，不管變

革計畫是怎麼樣，一定會失敗的。我可以說想要做良好的變革誘因一定要做良好的設計，

是最重要、關鍵的一環，包含如何獎勵人員、如何了解獎勵的效果。獎勵不代表只是金

錢報酬，而是了解大家想要什麼，幫助大家能夠成長，所以我認為誘因是最基本、最重

要的關鍵。比如說，我年紀也大了，看了很多，我可以說，很多計畫失敗的原因是沒有

好好設計誘因獎勵系統，這些變革計劃用現有的誘因計畫來做是不可能行的通的，我想

強調的就是這一點。

（二）討論二

1. 提問人：詹景麟、桃園縣政府消防隊、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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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要旨：在臺灣，警政體系是一個體系、公務體系又是另一個體系，每天的任務像消防、

緊急事件、急救外，我覺得兩個體系都有不足的地方，有時主管想要幫屬下爭取一些東

西，部屬當然就要遵守主管的指示，但是出事的話，倒楣的都是下屬，不是提出新作法

的主管，這讓我們非常困擾。幾年前，討論警政體系和公務體系是否可以合併成單一體

系？是不是可以參照其他國家的作法，讓專業人員不同的發揮空間。

2. 回應人：演講人 John P. Burns 院長

回應內容：就我所知，各國的警政體系都自稱與公務體系是分開的，就算不是如此，也

會這樣宣稱。在香港，你說警察屬於公務人力的一部分，他們就會說你是不是對警察非

常不友善，你為什麼要這樣說？因為要建立起有紀律的團隊和公務體系中間當然有些差

別。我也了解您的觀點，因為要求紀律比較高的團隊，其實沒有辦法拿它們和其他單位

相比。因為這些警政單位是非常獨一無二的，角色和職責是獨一無二的。您剛剛也說到

領導的問題，警政體系的領導和一般民間或公務的領導是不一樣的，可能比較專制。不

曉得 Martijn 要不要補充，是不是在警政體系可能有網絡式的，但我個人認為警政體系不

應該試驗這種網絡式的領導。 

3. 回應人：與談人 Martijn van der Steen 副院長

回應內容：我覺得警政體系還是由警政體系自己好好管理就好了，我會安心得多，比如

說還是舉個例子，怎樣做到鄰里安全？社區安全只靠警察？也可以讓警察和社區居民做

更好的合作，所以警政這一塊也有可透過網絡的方式來做的事情。

（三）討論三

1. 提問人：吳友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副組長

提問要旨：我想問香港郵政的問題，香港郵政的改革，從 1999 年到 2012 年，員工人數

降低。首先，整個公務人數減少 13%，契約人力增加 25%，但沒有看到效率的相關數據。

在您的投影片當中，您說到固定資產報酬率從 2004 到 2012 年由原來 60% 降到 2%，這

背後的問題是什麼？因為減少了公務人力人數，從終身制變成契約制？還是可以看一下

個別員工的績效，也許看績效不是只看固定資產的報酬率，還要看個別員工的貢獻度或

報酬率，比較公平？這是我的比較，也想聽您的回應。

2. 回應人：演講人 John P. Burns 院長

回應內容：想一下郵政，傳統的郵局，賣郵票、送信、送包裹，後來變成以交易基金的

方式來運作。其實香港郵政後來有其他的業務，如快遞就要和香港其他地區的快遞公司

競爭，那為什麼它的固定資產率會降低呢？無法和本地或國際的快遞服務做很好的競爭，

總之香港郵政的其他業務沒有辦法發展得很好，發展的不夠成熟。

那我為什麼會選固定資產報酬率呢？因為香港政府就用這個指標來衡量績效。假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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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錢給香港郵政，比如說好幾十億的港幣，然後說這個錢在接下來幾年要償還，根據資

產報酬率來計算郵政要還多少錢給政府。那當然香港郵政的績效可以由不同的指標來看

比如說個別員工的貢獻度或報酬率，但基本上它是類似一個私人企業就跟一個公司一樣

在運作，所以其實固定資產報酬率也是很好的指標，但可以有別的指標，可以看顧客滿

意度。但政府是說我們是看使用的人的滿意度如何，然後看固定資產的報酬率是多少，

然後再支付給香港郵局，所以用這個指標。那香港郵政的問題是其他業務做的不是很好，

傳統業務大家用的愈來愈少。對我來說，傳統業務繼續存在的理由是集郵人士還有郵票

可以收藏。那香港郵政其實做了很多嘗試，比如說可以來這邊繳水電費，我們收個手續

費，你可以做這個服務、那個服務，因為香港郵政畢竟有很多的辦公室。如果完全以營

利為基礎，可能會把偏遠地區的這些郵局都關掉。但是因為政治因素，他們很多郵局還

是留著，就算是低度政治化的香港，還是有一些受到政治的影響，所以這些本地的郵局

也都還存在。假設一切以商業為考量，很多香港的郵局都要關掉的。

（四）討論四

1. 提問人：王銑、監察院國防暨情報委員會、主任秘書

提問要旨：蘇教授提到香港的公務員強調行政中立，臺灣的公務員必須跟民意代表打交

道。據我瞭解，早期的公務員是強調行政中立，最近幾年開始和民意代表打交道。從這

個演變來看，早期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我記憶中是比較高，近幾年強調要和民意接近反

而下降。我想了解，在香港和臺灣，在學術上有沒有相關研究強調行政中立的政府和強

調民意接近的政府的滿意度的變化情形。

 2. 回應人：與談人 蘇偉業副教授

回應內容：第一，香港和臺灣都有共同的變化是對政府要求的提升，兩個社會都有愈來

愈政治化的現象，過去不管香港或臺灣可能民眾對政府的要求不太一樣。第二個，我還

是要講政治中立和行政中立其實不太一樣，政治中立講政黨政治，沒有處理到政策政治，

就是說政務官和事務官之間的關係。其實香港的爭議是牽涉到一個高階文官要不要承擔

政治責任的問題，某個程度來講是在承擔政治責任，所以我們雖然是通過行政中立法，

我們沒有處理到香港的爭議中要不要承擔政治責任的問題。

第二，講到民意這一部分，剛才其實有部分回應到，對民眾的要求不一樣。現在雖然說

文官要保持行政中立，但是不是代表他不需要接觸民意代表，他還是要，他還是要關說

等等。在香港起碼不敢公開做，但我們是比較公開的。所以整個情形，香港和臺灣是不

一樣的，所以你講的，中立問題不一定是和民意完全掛勾。我覺得根本是不掛勾，因為

現在民意的要求根本是愈來愈高，導致通過什麼法律，民意也都是不滿。你會發現很有

趣，香港的特首梁振英的滿意度是比我們總統還要高的，我們總統最低只有 9%。按道理

來講，他應該下台很久了，但是沒有嘛 ! 按照民主國家客觀來說，馬英九的績效和香港

的梁振英哪一個比較好？不敢說完全客觀，應該是馬英九比梁振英要好，起碼他有做事，

另一個是完全空轉，但是他的滿意度居然有 39% 還是 49%，我忘了，所以很難用民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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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

十二、主持人結語

不好意思，時間差不多，主持人應該做一個總結，我想在這邊就告訴 Burns 院長和 van der Steen
副院長。在臺灣我們相信改變就是一種改革，可以讓事情變好，但改變本身不見得是好的變革、好

的改革。改變後會變更好還是變更壞，沒有人敢說。特別就組織變革來說，很難預料他的後果。最

後我想再次感謝所有的人參與，同時我要提醒各位，明天還有半天研討會。請大家明天早上還是回

來參加我們最後半天的國際研討會，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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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Reform on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Hong Kong

John P. B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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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into a new normal:learning to work in networks
Martijn van der S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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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public sector reforms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Bennis Wai Yip So

The following is to share my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 on the public sector reform experience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My viewpoints may not be well evidence-based, but they should give readers some 
insight into the logic behind their reforms and help policy makers to set the official agenda for the subsequent 
reform.

Despite neighboring states, Taiwan and Hong Kong ar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on the spectrum of the 
recent wave of public sector reforms. I think a contrasting legal system is a fundamental cause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 Taiwan adopts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following the line of Japan and Germany, whereas 
Hong Kong follows the common law system of the Anglo-Saxon countries. The Anglo-Saxon countries 
always play the pioneer of the public sector reform. The countries following continental-law tradition were 
always portrayed as the laggard in this wave of the reform. Interestingly, Taiwan is highly influenced by 
the experience of the US as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closely follows the US tradition, so Taiwan 
does not look like a laggard and its reform agenda is significantly shaped by the Anglo-Saxon experiences. 
However,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which pursues the ideal of Rechtsstaat, remains a significant variable 
to jointly produce the concrete reform measures in Taiwan. In contrast, Hong Kong, I suggest, does not 
wholeheartedly follow the Anglo-Saxon model. It seems to me that Hong Kong has its own unique agenda 
that takes political transition into account or is swayed by the progress of political reform.       

1.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Hong Kong: futile attempts to depoliticize the bureaucracy

As Anthony Cheung indicated long time ago,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Hong 
Kong was to try to avoid politic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under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for more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before 1997 1.  A New Public Management-related reforms initiated from the early 1990s 
was to managerialize some political issues in the sensitive transition period. I think this logic well applies to 
many dimensions of public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An on-going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judicial independen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post-Second-World-War Hong Kong was intended to neutralize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 (left and right) factions in Hong Kong by a (neutral) judicial 
power rather than the administration 2.  

However, the success stories failed to extend to the post-1997 period, as the public request for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kept enhancing to a critical point that could no longer be dodged. The managerial 

 1  Anthony B. L. Cheung, “Efficiency as the Rhetoric: Public-sector reform in Hong Kong Explaine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62(1) (March 1996): 31-47. 
 2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by Nelson Lee at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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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failed to neutralize the politicization and furthermore provoked public sentiment agains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which always promoted a profit-oriented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A typical case was the privatization of retail space and car park space in the public estates through the 
founding of the publicly-listed Link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in 2005. The government seems to take the 
lead to generate inflation.

Besides the privatization and corporatization, and other measures left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 do not find there was any substantial new attempt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s within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fter 1997. The setback of the Principal Official Accountability System (POAS) is dampening 
the reform momentum. The top executives dare not touch the hot potato when the low morale in the civil 
service workforce is widespread. A political reform especially in terms of democratization is inevitably a 
prerequisite for activating a new wave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Hong Kong.  

2. Democracy-driven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Taiwan: more responsiveness in the Rechtsstaat Model 

If the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Hong Kong is aimed to insulate the administration from politics, then 
the reform in Taiwan is driven by democratization that is logically followed by the building up of the 
bureaucratic responsiveness to the public. Taiwan's bureaucracy is less Weberian-typed than Hong Kong's 
especially in the sense of impersonal and ruling-binding administration. It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 service-oriented workfor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ownfall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represents more 
emphasis on the "rule of law" especially in the sense of the Rechtsstaat model. As Christopher Pollitt and 
Geert Bouckaert indicate, this model highly values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the "state" in public governance 
through the making and enforcement of administrative laws.3  Hence, Taiwan has never adopted such de-
statization measures of Hong Kong. In fact, as Pollitt and Bouckaert argue, the progress of the reform in the 
Rechtsstaat system is more "stickier" and slower than that in the Anglo-Saxon countries,4  as any substantial 
reform must be codified before it can be executed. It is also the case of Taiwan. For instance, Taiwan spent 
many years to enact a law (enacted in 2011) for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into 
corporation-like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And those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are still not as 
autonomous and self-financed as the corporatized public bodies in Hong Kong.  

Not all reforms are concerned with legislation. The reforms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are conspicuous 
especially in the promotion of service innovation and e-government directed by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To be sure, cost-cutting or value-for-money is not the core value behind the 
reform. Taiwan less emphasizes the cost-effectiveness than Hong Kong does in the spirit of the public sector 
reform. One may argue that the contracting-out of public service is also widely adopted to cut cost. But 
it is an inevitable strategy to be adopted to handle some non-core state functions, when democratization 

 3  Christopher Pollitt and Geert Bouckaert,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 New Public Management, Governance, and the 
    Neo-Weberian State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2.
 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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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implies an ever-expanding service demands to the state. Please note that the size of the civil service 
workforce is restricted, so the regular workforce cannot cover all service provisions. 

Contractualization and casualization of government workforce is a popular practice in Taiwan. But it 
cannot be simply compared to the "non-civil service contract staff" in Hong Kong. In the Rechtsstaat system 
of Taiwan, the civil servants are considered a special caste to represent the state to exercise public authorities. 
Other non-civil service employees are not supposed to do the same job of civil servants, while the "non-
civil service contract staff" in Hong Kong to a certain extent has a function of replacement. In addition, the 
practice of contractualization and casualization is not the policy of the personnel authority. The Examination 
Yuan has been trying to restrict the practice. It is the executive agencies that try to explore leeway to 
flexibilize its workforce. It seems to me that managerial practices in the personnel dimension are more a 
bottom-up function than a deliberate top-down policy in Taiwan.  

3. Unsettled politics-administration relationship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 same problem both Taiwan and Hong Kong have not settled yet is the realignment of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POAS failed to effectively insulate the career 
civil servants from politics. Increasing politicization of the Hong Kong society casts doubt on the possibility 
or essentiality of maintaining political neutrality of the civil service. Alternatively speaking, long lasting 
insulation from politics disables the civil servants in Hong Kong in facing and addressing increasingly 
unexpected politicized public issues. Overemphasis of political neutrality of the civil service, which has 
become political ignorance, should be well addressed in Hong Kong. 

Contrary to th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handling political affairs is one of essential competences 
for civil servants in Taiwan, such as how to handle the lobbying from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Political 
neutrality was not a subject matter in the authoritarian era. Even though the elected government recently 
enacted a law to enforce the so-called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has not been 
fully depoliticized. The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just calls for a non-partisan administration. Politicized 
administration consists not only in partisan politics but also in policy politics.5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has not settled the issue of setting a boundary between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nd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The authority of elected and political executives is not confined to the top level of the 
bureaucracy, not like the practice of Britain and Japan.6  Any administrative issue can be possibly turned into 
a political issue. The recent incident of the death of a corporal, Hung Chung-chiu, suspectedly caused by 
military abuse is one of typical cases. Its politicization is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resignation of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5  Bennis Wai Yip So, “Civil Service Neutrality in Taiwan: Is it Neutrality with or without Dichotomy?”  Issues & Studies 49(1) (March 2013): 39-
    70.
 6  William P. Hojnacki, “Politicization as a Civil Service Dilemma.” In Hans . A. G. M. Bekke et al. (eds.), Civil Service System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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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Hong Kong's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is under-politicized, then Taiwan's is over-politicized.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both states must first address the issue of politics-administration relationship.  


